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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回应“在获得政府研发补贴后，企业职能背景多样的高管团队能否帮助企业优化资源整合与分配，降低企业研发风险、提高研发活动预期收益”的问题，为进一步优化政府研发补贴政策制定和实施提供微观经验证据和理论依据，基于高层梯队理论与信息决策理论，以2008－2018年我国A股上市企业非平衡面板数据为样本，实证检验政府研发补贴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以及高管团队职能背景多样性对政府研发补贴效应的调节作用。结果显示：政府研发补贴对企业研发投入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并且该促进作用在非国有企业组中更加明显；整体而言，高管职能背景多样化有利于政府研发补贴政策效应的发挥，激励企业增加研发投入，但其影响效果也会受到企业性质和企业规模的影响。由此提出，创新政策制定者在确定评价指标和甄选帮扶对象时可将企业性质和企业内部高管团队特征纳入考量指标；企业在招贤纳士时要重视高管团队整体职能背景的互补性与完备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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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Based on the high echelon theory and the information decision-making theory, this paper takes the unbalanced panel data of China's A-share listed companies from 2008 to 2018 as the research sample to explore the impact of government R&D subsidies on enterprise R&D investment, and the moderating role of the diversity of functional background of top management teams on the effect of government R&D subsidies. The results show that government R&D subsidies have a significant positive impact on R&D investment of enterprises, and the promotion effect is more obvious in the non-state-owned enterprise group. On the whole, the diversity of functional background of top management teams is conducive to the exertion of the government's R&D subsidy policy and encourages enterprises to increase R&D investment, but its effect is also affected by the nature and scale of the enterprises. The research conclusions can provide micro empirical evidence and theoretical basis for further optimizing the formulation and implementation of government R&D subsidy polic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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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背景（或“问题提出”等）【作为引言（或绪论）的内容应言简意赅且通常不分段落，但此处作者是对研究基础、相关理论分析等作较为充分的论述，应独立成章】
新经济增长理论认为科技进步是经济发展的关键驱动力[1]。21世纪以来，第四次工业革命推动着世界科技水平迈向新台阶，对世界创新格局产生着深远持久的影响。我国积极顺应科技创新潮流，在党中央的大力支出和科技创新主体的不懈努力下，科技水平也取得了长足进步，未来应当继续发挥微观主体对国家创新水平的贡献作用，鼓励、支持、引导企业进行持续性研发投入，不断提高企业的研发绩效。然而，由于技术性知识和信息具有较强的正外部性，导致众多企业研发投入动力不足[2]；同时，研发活动具有的高风险、高不确定性和回报周期长等特点也进一步削弱了企业开展研发活动的积极性[3]。为了鼓励企业进行技术创新，政府研发补贴政策应运而生，然而从已有实证研究看，它们【指代不明】对于政府研发补贴究竟是产生激励效应还是挤出效应仍存在较大分歧【表意不明】，有必要开展进一步的分析和讨论。

目前已经有一些研究开始探讨影响政府补贴与企业研发投入关系的情境因素，这些因素可概括为企业外部环境和企业内部特质。邢斐等[4]、邓若冰等[5]认为外部环境因素主要涉及制度差异、政企关系等；陈红等[6]认为内部特质因素则主要包括企业特征，如企业年龄、规模、生命周期等。高层梯队理论旨在从高管团队的角度解释企业行为的差异。高管团队作为企业的一种内部特质，现有研究对其关注点主要集中在高管性别、年龄、任期、受教育程度[7]、政治关联[8]、薪酬差距[9]【无实质性引用的不规范引注。此句表述的是笔者调研分析相关文献后总结得出的自己的观点。属于笔者自己的观点并不存在引用；而为笔者观点提供支撑的引文，需要延伸阐述的，引用应有实质性引用，且引用完整、准确，有出处，与行文贯通】等特征对企业绩效或企业创新的影响，高管职能背景多样性对政府研发补贴政策效应的调节作用尚未受到学术界的广泛关注。信息决策理论秉持差异互补的原则，认为成员间不同个体特质与经历造就了其不同的知识储备和思维模式[10]【根据以上引文修改情况调整序号。下同】，促使团队孕育出互补性的观念与视角[11]，进而促进组织学习，提高企业决策质量和创造力，提升企业绩效和创新能力[12]。
在企业获得政府提供的研发补贴后，职能背景多样的高管团队能否帮助企业优化资源整合与分配，降低企业研发风险，提高研发活动预期收益，从而促进企业的研发投入？对于这一科学问题的回答还需要进一步的实证检验。为此，本研究基于高层梯队理论与信息决策理论，利用我国2008至2018年A股上市企业相关数据，将企业的内部特质和外部环境相结合，探究政府资金注入对企业研发活动的影响以及高管团队职能背景多样性对政府研发补贴效应的调节作用，本研究理论贡献在于，将高阶梯队理论与信息决策理论相结合，将企业外部研发补贴与内部高管团队职能背景相结合，阐明了企业内外部环境“表里相济”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研究结论进一步厘清了政府研发补贴促进企业研发投入的边界条件，丰富和拓展了创新政策和公司治理领域的相关研究，既可以为政府优化研发补贴政策设计提供决策依据，并为企业高管团队建设提供理论参考。【研究背景部分不宜展示研究的结果结论。同时，论文以反映笔者开展的研究工作和取得的主要成果为主，避免自评，相关内容可融入结论及讨论部分，通过深入讨论来体现本研究的价值】
1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1.1  政府研发补贴与企业研发投入

技术创新活动拥有公共物品特征和正外部性，致使企业无法独占自身研发成果，从而导致企业研发动力不足[2]；研发活动需要大量资金支持，投入转化为成果的周期较长，从而进一步加剧了企业研发创新的风险，消减了企业的创新活力[13]。在这种情况下，政府研发补贴为企业研发活动提供了资金支持，可以降低企业R&D活动的成本和风险，弥补了企业R&D私人收益和社会收益的差距，从而提升企业研发创新活动的动机，促进企业提升创新绩效[14]。目前，学者对政府研发补贴对企业研发投入是激励还是抑制作用，抑或是无关作用，得出了不同的结论。支持具有激励作用的观点认为，政府研发补贴是对企业研发经费的一种补充，可以缓解企业的融资约束，提高研发活动的私人利益,体现政府研发补贴对企业研发投入的直接影响。从竞争视角出发，已有研究发现政府在创新政策支持上具有选择性【著录来源文献】。一方面，企业需要通过竞争来获得政府的研发支持，从而促使企业自发进行研发投入[15]；另一方面，获得政府研发补贴的企业能够间接向外界传递出研发创新能力强的信号，帮助企业吸引更多外部资源，缓解企业资源约束，促进企业创新，体现政府研发补贴对企业研发投入的间接影响[16]。而支持具有抑制作用的观点认为，从资源成本角度，政府研发补贴会提高企业的研发投入成本，因为市场对R&D 资源的需求会受到政府资助强度的影响，政府补贴对R&D 资源需求的刺激会抬高市场上R&D 资源的价格，导致企业放弃研发投入项目或是转投其他项目，造成研发投入减少[17]；从资源挤占角度，若政府研发补贴项目正好是企业本就计划进行研发投入的项目，政府资金便会挤出企业原有资金，造成政府资源浪费的同时也会减少企业自身R&D投入[18]；从市场机制角度，政府为企业注入研发资金可能会影响市场自身“看不见的手”的调节作用，影响资源分配的合理性和有效性[19]；从行业整体角度，并非所有企业都能获得政府研发补贴，由于研发创新的知识溢出效应，获得补贴的企业增加研发投入可能会刺激同行其他企业的“搭便车”行为，从而减少行业整体的研发投入。此外，也有部分研究如Dimos等[20]认为政府补贴与企业研发投入间不存在显著关系。本研究认为，政府研发补贴作为对企业从事研发活动资金的一种补偿，可以缓解企业研发投入的融资约束并促进企业研发投入。由此，提出假设H1。
H1：政府研发补贴能提高企业研发投入。

1.2  高管团队职能背景多样性的调节作用

高管团队职能多样性是指高管团队人员前期工作经历的丰富性程度[21]。高层梯队理论认为企业未来的行为与战略选择离不开企业内部高管团队的特质，核心观点是高层管理者特征(年龄、职业经历、教育、财务状况和群体异质性等)可以与其知识、价值观和认知水平相关联，从而可以影响企业未来行为和预测其结果【补著录来源文献】。基于高层梯队理论，学者围绕高管团队职能背景开展的研究大致可分为4个方面。一是探讨高管的单一职能背景对于企业绩效的影响，如彭红星等[8]研究高管的技术背景、徐建波等[22]研究高管的学术背景等。二是提出了“高管职能背景多样性”的概念，并采用赫芬达尔-赫希曼指数 （Herfindahl-Hirschman index，HHI）测量，探究高管职能背景多样性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如马富萍等[7]的研究。三是进一步拓展了职能背景多样性的测量方法，例如将职能背景分为个体内功能多样性（成员内部经验广度）和显性功能多样性（每个TMT【给出中文名称】成员在职时间最长的职能异质性)[23]，或者分为生产型、外围型、产出型、复合型、职能管理型等类型，研究多种职能背景对企业绩效的影响[24]。四是开展了高管职能背景多样性对企业绩效影响机制的研究，包括加入调节变量和中介变量，如团队间信息交换，办公集中度、首席执行官（CEO）特征、高管团队网络联系和合作关系等，如马富萍等[7]的研究；在被解释变量企业绩效的选择上，如孙凯等[25]、陈守明等[26]选择了经营绩效、创新绩效、海外绩效等，也有研究如David等[24]将其细分为长期绩效和短期绩效等。

高管团队作为企业的战略决策者，承担着获取外部资源的重任，也决定着企业创新资源的分配，对企业创新有重要的影响，并且，政府研发补贴作为企业所获得的一种外部资源，其分配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高管团队的影响[27]。信息决策理论认为，从团队外部来看，多样化程度高的高管团队能够带来丰富的外部资本，更加丰富的外部网络能够为企业带来更加多元的资源获取渠道；从团队内部来看，多样化的高管团队能够实现知识、信息、能力、技能等多方面互补，提高企业决策的质量和完备性[10]。高管团队职能背景多样性作为团队多样性的重要体现，其对企业所获得的研发补贴资源分配和研发创新决策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3个方面：第一，职能背景丰富的高管团队可以提升企业资源获取与整合的能力。多职能背景的高管团队向外界传递出一种高管团队“全能”的信号，有助于拓展企业资源获取宽度、构建丰富的外部社会网络，为企业创新带来丰富的资源和信息；此外，各种职能背景的高管成员优势互补、各取所长，还有利于发挥杠杆效应，增强企业资源整合的能力[26]。第二，职能背景丰富的高管团队可以优化包括研发补贴等企业资源的分配方向，帮助企业作出正确的创新决策。不同知识和技能的碰撞能够使团队决策更富有创造性和灵活性，使其【指代和表意不明】更适用于解决非结构化的创新性问题；同时，职能背景多样的高管团队也不太容易受到群体思维的影响，可以帮助企业克服一些短视行为，作出具有全局性的决策[28]。第三，职能背景丰富的高管团队有助于降低企业研发创新风险，提高企业的风险承担能力。研究显示，在外部环境变动频率较高时，职能背景多样的高管团队能够更好地预测环境的变化，快速形成多个备选方案并作出选择，有助于企业处理不确定性风险，降低研发风险预期[29]。

结合信息决策理论，本研究认为职能背景多样化的高管团队能够在创新资源获取、整合、分配及风险承担方面为企业带来优势，优化企业对政府研发补贴资源的配置和使用，激励企业增加研发投入。由此提出假设H2。

H2：高管团队职能背景多样性对政府研发补贴与企业研发投入的关系具有正向调节作用。

2  模型设定与变量选取

2.1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选取2008－2018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作为初始研究样本，并对样本进行了如下筛选：（1）剔除金融保险类上市公司；（2）剔除面临退市风险的ST公司；（3）剔除关键数据缺失的公司。筛选后总计得到3 563家企业的非平衡面板数据。

数据来源为CSMAR国泰安数据库，缺失的数据通过查阅证券交易所披露的上市公司年报数据进行手工整理补充。数据处理通过Excel、Stata15.0完成。
2.2  变量选取

（1）解释变量：政府研发补贴（Sub）。参考郭玥[14]的方法，采用关键词检索的方式对研发补贴项目进行了筛选。具体筛选标准如下：（1）按有关技术创新的关键词筛选，将政府补助明细项目中出“创新”“研发”“研制”“科技”“科研”“技术”等关键词的项目纳入研发补贴范畴；（2）按政府科技支持创新政策【表意不通达】关键词筛选，将政府补助贴明细项目中出现“星火”“火炬计划”“‘863’”“‘333’”“‘8515’”“小巨人”“高新技术企业”“生产力促进中心”等关键词的项目纳入研发补贴范围；（3）按有关企业创新成果的关键词筛选，将政府补助明细项目中出现“知识产权”“专利”“版权”“著作权”“软著”“新产品”等关键词的项目纳入研发补贴范畴；（4）按有关创新人才及技术合作的关键词筛选，将政府补助明细项目中出现“‘引才引智’”“‘精英计划’”“‘巨人计划’”“产学研”等关键词的项目纳入研发补贴范围；（5）按不同研发技术领域筛选，分别对生物新医药技术研发、电子信息技术研发、新能源及新材料相关等领域进行专有名词搜索，对符合条件的补贴项目纳入研发补贴范畴。

现有研究在测量政府研发补贴时主要采用3种方式：一是将企业是否获得政府补贴设置虚拟变量，该方法无法衡量不同研发补贴强度对企业创新投入的影响[30]；二是考虑政府补贴绝对数额大小[4]；三是考虑政府补贴相对企业资产规模的大小[31]。本研究采用相对数指标，用企业当年所获得政府研发补贴金额与企业营业收入的比例来衡量政府研发补贴强度。

（2）被解释变量：企业研发投入（RD）。研发投入的度量分为数值法和比例法。数值法直接采用研发投入金额来衡量，容易造成不同企业的信息缺乏可比性。本研究选择采用比例法，用企业当年研发投入占营业收入的比例度量企业研发投入强度。

（3）调节变量：赫芬达尔-赫希曼指数（H）及香农-威纳（Shannon-Wiener）指数（Sha）。首先采用赫芬达尔-赫希曼指数对高管职能背景多样性进行测量，参考Cannella等[23]的研究，将高管团队职能背景分为生产、研发、财务、管理、市场营销、法律、人力资源和其他共8类，鉴于每位高管可能有多种职能背景，仅对高管的主要职能背景经历进行统计，纳入指标计算；参考Carpenter等[32]的测量方法，计算公式为：

主导职能背景多样性(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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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1）中，Si衡量了全部高管中拥有第i种职能背景的比例。
H的取值范围是0～1，数值越接近1则表明高管团队职能背景多样性越丰富。值得注意的是，样本中过半数高管拥有超过一种职能背景，而赫芬达尔-赫希曼指数仅能衡量每位高管的一种主要职能背景，忽视了高管团队成员的交叉职能背景。因此，借鉴Buyl等[33]的方法，引入香农-威纳指数对高管的交叉职能背景进行测量。香农-威纳指数借鉴了信息论的常用做法，是检测生态系统物种多样性的常用指标。在Cannella等[23]的职能背景分类方法基础上，将“其他”背景分为设计和金融背景纳入高管职能背景衡量，最终涵盖了生产、研发、财务、管理、市场营销、法律、人力资源、设计、金融共9种职能背景。计算公式为：

交叉职能背景多样性(S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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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2）中：Pi表示拥有i类职能背景的高管成员占高管总人数的比例，取值介于0～1之间；n为高管职能背景的类别数，最大值为9。
在高管团队规模一定的情况下，Sha值大小反映高管团队职能背景多样性的高低。

（4）控制变量。企业内部特质同样会影响企业的创新行为[34]，基于刘鑫等[35]的研究，在企业层面选取了资产负债率（Lev）、企业成长性（Gro）、企业年龄（Age）、公司属性（Soe）、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Top）、高管团队规模（Ggz）总资产净利率（Roa）和公司规模（Siz）作为控制变量。

各变量的具体定义及取值方法如表1 所示。
表1  变量名称及定义

	名称
	符号
	指标
	测量

	解释变量
	Sub
	政府研发补贴
	（政府研发补贴÷企业营业收入）×100

	被解释变量
	RD
	企业研发投入
	企业（R&D 投入÷营业收入）×100

	调节变量
	H
	主导职能背景多样性
	使用赫芬达尔-赫希曼指数计算，涵盖生产、研发、财务、管理、市场营销、法律、人力资源和其他共8种职能背景

	
	Sha
	交叉职能背景多样性
	使用香农-维纳指数计算，涵盖生产、研发、人力、管理、市场营销、财务、法律、设计和金融共9职能背景

	控制变量
	Lev
	资产负债率
	企业（总负债÷年末总资产）的自然对数

	
	Gro
	企业成长性
	企业年度营业收入增长率

	
	Age
	企业年龄
	企业司成立年数

	
	Soe
	公司属性
	如果为国有企业，则取 1；否则为 0

	
	Top
	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
	企业第一大股东持股占所有股东持股比例

	
	Roa
	总资产净利率
	企业（净利润÷平均总资产）

	
	Siz
	公司规模
	企业年末总资产的自然对数

	
	Ggz
	高管规模
	企业高管团队总人数


2.3  模型设定

为了探究政府研发补贴资金对企业创新活动的影响，结合样本数据类型构建了面板数据模型。主效应模型如式（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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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解决高管职能背景多样性在主效应模型中发挥的影响作用，构造了政府研发补贴与高管职能背景多样性的交乘项并纳入模型。模型分别如式（4）和式（5）所示：
【变量参数的正斜体遵照规范、参照式（1）改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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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3）至式（5）中：下标i和t分别为公司和年份；CONTROLs、INDUSTRY和YEAR分别表示控制变量、行业和年份；β0为截距项；ε表示残差。
3  实证分析【表中已清晰表示的内容无需用文字简单重复赘述】
3.1  样本描述性统计与相关性分析

表2列出了全样本的描述性统计特征，可以看出不同企业的研发投入相对于其盈利能力来说有较大的差异，仅有34.33%的样本在观测期间获得了政府研发补贴，其余样本所获政府研发补贴数值为0；高管主导职能背景多样性指数分布于0～1之间，最小值为0、最大值为0.938；交叉职能背景香农-维纳指数最小值为0、最大值为2.642；高管团队人数最大值为45人、最小值为1人。

表2  描述性统计结果

	变量
	样本数/个
	均值
	中位数
	最小值
	最大值
	标准差

	RD
	26 593
	2.959
	1.680
	0
	151.600
	4.790

	Sub
	26 593
	0.096
	0
	0
	84.640
	0.746

	H
	26 592
	0.446
	0.494
	0
	0.938
	0.214

	Sha
	24 502
	1.296
	1.314
	0
	2.642
	0.429

	Lev
	26 593
	0.435
	0.424
	0.007
	58.080
	0.464

	Gro
	24 390
	0.026
	0.104
	−342.000
	1.000
	2.413

	Age
	26 574
	15.700
	16.000
	0
	60.000
	5.775

	Top
	26 592
	35.590
	33.630
	2.197
	89.990
	15.080

	Roa
	26 593
	0.038
	0.038
	−8.463
	0.590
	0.101

	Soe
	26 593
	0.398
	0
	0
	1.000
	0.489

	Siz
	26 593
	22.010
	21.820
	14.760
	28.520
	1.343

	Ggz
	26 592
	7.107
	7.000
	1.000
	45.000
	2.700


由表3可知，解释变量政府研发补贴（Sub）与被解释变量企业研发投入在1%的水平上显著正相关(r=0.171），这初步验证了假设H1中政府研发补贴对企业研发投入的正向作用；其他变量间相关系数均小于0.8，初步说明变量间不存在严重多重共线性；VIF值平均为1.330，最大值为1.840，低于临界值10，从而进一步排除了变量间存在多重共线性的可能性。
                                    表3  变量的相关系数分析
	变量
	RD
	Sub
	H
	Sha
	Lev
	Gro
	Age
	Top
	Roa
	Soe
	Siz
	Ggz

	RD
	1.000
	
	
	
	
	
	
	
	
	
	
	

	Sub
	0.171***
	1.000
	
	
	
	
	
	
	
	
	
	

	H
	0.140***
	0.027***
	1.000
	
	
	
	
	
	
	
	
	

	Sha
	0.138***
	0.015**
	0.639***
	1.000
	
	
	
	
	
	
	
	

	Lev
	−0.147***
	−0.027***
	−0.040***
	−0.034***
	1.000
	
	
	
	
	
	
	

	Gro
	−0.014**
	−0.100***
	0.007
	0.021***
	−0.014**
	1.000
	
	
	
	
	
	

	Age
	−0.091***
	−0.021***
	−0.171***
	−0.022***
	0.094***
	−0.021***
	1.000
	
	
	
	
	

	Top
	−0.123***
	−0.033***
	0.003
	−0.008
	0.016***
	0.018***
	−0.125***
	1.000
	
	
	
	

	Roa
	0.016***
	0
	0.019***
	0.012*
	−0.518***
	0.074***
	−0.083***
	0.095***
	1.000
	
	
	

	Soe
	−0.246***
	−0.018***
	−0.099***
	−0.097***
	0.140***
	0.005
	0.153***
	0.196***
	−0.060***
	1.000
	
	

	Siz
	−0.196***
	−0.044***
	−0.084***
	0.052***
	0.180***
	0.015**
	0.186***
	0.215***
	0.020***
	0.362***
	1.000
	

	Ggz
	0.030***
	−0.010*
	0.172***
	0.281***
	0.065***
	0.018***
	0.013**
	0.001
	−0.006
	0.115***
	0.327***
	1.000


注：*、**和***分别表示在10%、5%、1%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下同。
3.2  全样本回归分析

根据豪斯曼检（chi2(9)=737.53，Prob>chi2=0.000），结果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接受原假设，因此采用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实证分析更为合适。使用双向固定效应回归模型对政府研发补贴与企业研发投入间的关系进行回归，如表4所示。其中，模型（1）检验了政府研发补贴对企业研发投入的作用关系，系数为P<0.01，说明政府研发补贴对企业研发投入有显著促进作用，从而验证了假设H1；模型（2）检验了高管主导职能背景多样性对政府研发补贴与企业研发投入的调节效应，系数为P<0.01，说明高管主导职能背景多样性越高，政府补贴资金对企业研发投入的推动作用越强，由此验证了假设H2；模型（3）检验了高管交叉职能背景多样性指数对政府研发补贴与企业研发投入的调节效应，系数也为P<0.01，说明高管团队的交叉职能背景多样性越高，政府资金对企业研发活动的支持作用越明显，假设H2得到了进一步验证。模型（4）至模型（5）的结果为稳健性回归检验结果，具体说明见文后。 
【短横线非负数符号，表内负数正确使用负数符号】
表4  变量的回归检验结果
	变量
	固定效应模型
	Tobit模型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模型（4）
	模型（5）
	模型（6）

	Sub
	0.316***
	−0.214***
	-0.809***
	0.390***
	-0.283***
	-0.707***

	
	(11.818)
	(-3.279)
	(-6.142)
	(14.611)
	(-3.743)
	(-4.882)

	H
	
	-0.157
	
	
	0.238
	

	
	
	(-1.109)
	
	
	(0.958)
	

	Sub×H
	
	1.537***
	
	
	1.727***
	

	
	
	(8.890)
	
	
	(8.479)
	

	Sha
	
	
	-0.222***
	
	
	-0.108

	
	
	
	(-2.802)
	
	
	(-0.854)

	Sub×Sha
	
	
	0.953***
	
	
	0.873***

	
	
	
	(8.876)
	
	
	(7.383)

	Lev
	-1.966***
	-1.966***
	-2.109***
	-2.617***
	-3.524***
	-3.572***

	
	(-9.908)
	(-9.927)
	(-10.401)
	(-14.516)
	(-10.618)
	(-10.840)

	Gro
	-0.038***
	-0.027***
	-0.045***
	-0.033***
	-0.011
	-0.030***

	
	(-4.455)
	(-3.194)
	(-5.269)
	(-3.944)
	(-1.024)
	(-3.034)

	Age
	0.210***
	0.209***
	0.213***
	-0.115***
	-0.079***
	-0.081***

	
	(17.587)
	(17.543)
	(17.802)
	(-10.116)
	(-4.847)
	(-4.992)

	Top
	-0.004
	-0.004
	-0.002
	-0.010***
	-0.014***
	-0.011**

	
	(-1.211)
	(-1.241)
	(-0.516)
	(-3.666)
	(-3.093)
	(-2.408)

	Roa
	-2.959***
	-2.978***
	-2.991***
	-2.823***
	-3.377***
	-2.847***

	
	(-10.381)
	(-10.465)
	(-9.927)
	(-10.162)
	(-6.478)
	(-5.608)

	Soe1
	0.373**
	0.371**
	0.375**
	-0.341***
	-0.482***
	-0.504***

	
	(2.188)
	(2.183)
	(2.189)
	(-3.097)
	(-2.691)
	(-2.837)

	Siz
	0.075
	0.074
	0.083*
	-0.128***
	-0.348***
	-0.345***

	
	(1.517)
	(1.513)
	(1.674)
	(-3.374)
	(-5.000)
	(-5.006)

	Ggz
	0.027**
	0.028**
	0.040***
	0.046***
	0.045**
	0.060***

	
	(2.338)
	(2.364)
	(3.286)
	(4.203)
	(2.340)
	(3.074)

	常数项
	-0.879
	-0.794
	-0.944
	5.935***
	9.373***
	9.537***

	
	(-0.790)
	(-0.711)
	(-0.839)
	(7.009)
	(6.238)
	(6.410)

	年度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行业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样本量/个
	24 376
	24 376
	22 395
	24 376
	10 072
	9 141

	企业数
	3 443
	3 443
	3 443
	3 443
	2 376
	2 363

	R²
	0.090
	0.093
	0.104
	
	
	

	Hausman检验
	737.530
	443.750
	592.560
	
	
	

	P值
	0.000
	0.000
	0.000
	
	
	


注：括号内为t值。下同。

3.3  分样本回归分析

3.3.1  按企业性质分组

值得注意的是，在实践中，政府研发补贴政策效果不仅取决于补贴的数额、方式和手段，企业所有权性质和企业规模也可能会对研究结论产生影响[36]。不同所有权性质会造成企业的治理结构、资源配置等多方面存在差异,进而对创新主体产生影响[37]。为了验证在不同性质的企业中，政府研发补贴与企业研发投入关系受高管职能背景多样性调节影响的差异，按照企业性质对样本进行分组，使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进行检验，结果如表5所示。

【短横线非负数符号，表内负数正确使用负数符号】
表5  不同企业性质样本分组回归结果
	变量
	国有企业组
	非国有企业组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Sub
	0.171***
	−0.507***
	-1.635***
	0.724***
	2.155***
	1.148***

	
	(7.363)
	(-9.067)
	(-15.000)
	(11.633)
	(9.590)
	(4.306)

	H
	
	0.045
	
	
	0.038
	

	
	
	(0.280)
	
	
	(0.174)
	

	Sub×H
	
	2.229***
	
	
	-3.028***
	

	
	
	(13.297)
	
	
	(-6.629)
	

	Sha
	
	
	-0.116
	
	
	-0.185

	
	
	
	(-1.531)
	
	
	(-1.417)

	Sub×Sha
	
	
	1.554***
	
	
	-0.323

	
	
	
	(17.080)
	
	
	(-1.585)

	Lev
	-0.705***
	-0.798***
	-0.851***
	-2.576***
	-2.554***
	-2.753***

	
	(-2.704)
	(-3.088)
	(-3.785)
	(-8.783)
	(-8.726)
	(-8.740)

	Gro
	-0.046
	-0.040
	-0.054
	-0.027***
	-0.034***
	-0.023**

	
	(-0.854)
	(-0.756)
	(-1.168)
	(-2.669)
	(-3.435)
	(-2.148)

	Age
	0.183***
	0.178***
	0.175***
	0.240***
	0.238***
	0.240***

	
	(14.256)
	(14.033)
	(15.919)
	(11.393)
	(11.298)
	(10.932)

	Top
	-0.013***
	-0.013***
	-0.010***
	0.001
	0.001
	0.003

	
	(-3.049)
	(-3.220)
	(-2.857)
	(0.273)
	(0.242)
	(0.500)

	Roa
	-1.579***
	-1.630***
	-1.046**
	-3.945***
	-3.939***
	-4.382***

	
	(-3.306)
	(-3.446)
	(-2.573)
	(-10.360)
	(-10.361)
	(-10.166)

	Siz
	0.058
	0.081
	0.120**
	0.051
	0.050
	0.057

	
	(0.905)
	(1.271)
	(2.165)
	(0.678)
	(0.667)
	(0.708)

	Ggz
	-0.003
	-0.007
	0.004
	0.049***
	0.050***
	0.064***

	
	(-0.260)
	(-0.545)
	(0.368)
	(2.675)
	(2.714)
	(3.192)

	常数项
	-1.193
	-1.616
	-2.433**
	0.412
	0.422
	0.491

	
	(-0.846)
	(-1.154)
	(-2.010)
	(0.230)
	(0.235)
	(0.260)

	年度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行业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样本量/个
	10 194
	10 194
	9 436
	14 182
	14 182
	12 959

	R²
	0.133
	0.150
	0.210
	0.083
	0.087
	0.088

	企业数
	1 181
	1 181
	1 181
	2 430
	2 430
	2 430


【表5中两组模型（1）至模型（3）是否相同的模型，模型的变量、标目和关系分别是什么补充说明】
由回归结果可知，在国有企业组和非国有企业组中，政府研发补贴与企业研发投入回归系数为P<0.01，说明政府研发补贴对企业研发投入有显著促进作用；通过费舍尔组合检验自抽样，经验P值为0.076（P<0.1），即分组回归系数间存在显著差异。由此说明，政府研发补贴对企业研发投入的促进作用在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组中有显著差异，对非国有企业的激励效应更强。导致这一现象的原因主要有以下3个方面：第一，国有企业往往具有更加复杂的行为目标和效用体系，国有企业目标多元与宏大的价值取向导致其无力承担创新的各项成本和风险，进而导致其研发创新动力不足[37]；第二，企业国有产权性质更容易出现委托代理问题，导致管理者行为存在短视化特点，也会使政府补贴的激励效应有所减弱；第三，国有企业相对容易得到各种资金支持，政府研发补贴对研发资金的边际作用较小，对企业研发投入激励作用不明显。而非国有企业的资源有限，获得政府补贴一方面可以缓解其融资约束，另一方面传递出企业具有良好声誉的信号，使企业更容易获得外部投资者的资源，从而促进企业加大研发投入。
在加入了高管团队主导职能背景多样性交乘项后，国有企业组的系数为P<0.01，表明在国有企业组中，高管主导职能背景多样性越高，政府研发补贴对企业研发投入的正向影响作用越强。而在考虑高管的交叉职能背景后，国有企业组的系数为P <0.01，说明在国有企业组中，高管的交叉职能背景也能够增强政府研发补贴对企业研发投入的促进作用。值得注意的是，在非国有企业组中，高管团队主导职能背景多样性和交叉职能背景多样性与自变量的交乘项系数分别为负显著和不显著，这一结果与黄登仕等[38]的研究结果有相似之处。

3.3.2  按企业规模分组

不同企业规模预示着不同企业所拥有和支配的资源存在差异，而企业规模状况是企业向外界传递出企业实力的信号，从而对企业外部融资等方面产生影响，企业资源储备与资本实力可能会直接影响到其研发创新活动。为了验证不同规模的企业中，政府研发补贴与企业研发投入关系受高管职能背景多样性调节影响的差异，将样本企业按企业规模划分为大型企业组和中小型企业组。参考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大中小微企业管理办法》进行筛选，大企业必须同时满足“年营业收入不少于4亿元”且“从业人员大于1 000人”两项条件；否则，划分为中小企业。回归结果如表6所示。【表6中两组模型（1）至模型（3）是否相同的模型，模型的变量、标目和关系分别是什么补充说明】由表6可见，不论是在大型企业组还是在中小型企业组，政府研发补贴都能显著促进企业的研发投入（系数均为P<0.01），既能促进资源储备丰富的大型企业进行研发投入、发挥“锦上添花”作用，又能够促进资源相对匮乏的中小型企业进行研发投入、发挥“雪中送炭”作用；高管团队主导职能背景多样性和研发补贴交乘项系数以及交叉职能背景多样性系数和研发补贴交乘项系数均为P<0.01，同样，高管团队职能背景多样性均能够促进大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充分利用政府补贴资源，加大企业研发投入，与以上全样本回归分析结果并无二致。

【短横线非负数符号，表内负数正确使用负数符号】
表6  不同企业规模样本分组回归结果
	变量
	大型企业组
	中小型企业组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Sub
	0.254***
	−0.196
	-0.263*
	0.253***
	-0.250**
	-1.589***

	
	(5.485)
	(-1.339)
	(-1.703)
	(5.736)
	(-2.214)
	(-5.117)

	H
	
	-0.069
	
	
	-0.151
	

	
	
	(-0.630)
	
	
	(-0.365)
	

	Sub×H
	
	0.902***
	
	
	1.611***
	

	
	
	(3.249)
	
	
	(4.842)
	

	Sha
	
	
	-0.165***
	
	
	-0.193

	
	
	
	(-2.658)
	
	
	(-0.783)

	Sub×Sha
	
	
	0.348***
	
	
	1.630***

	
	
	
	(3.414)
	
	
	(6.143)

	Lev
	-1.235***
	-1.239***
	-1.258***
	-2.412***
	-2.352***
	-2.558***

	
	(-7.025)
	(-7.050)
	(-6.816)
	(-4.631)
	(-4.519)
	(-4.739)

	Gro
	-0.573***
	-0.571***
	-0.539***
	-0.038***
	-0.025*
	-0.050***

	
	(-9.466)
	(-9.425)
	(-8.514)
	(-2.720)
	(-1.777)
	(-3.464)

	Age
	0.184***
	0.184***
	0.189***
	0.239***
	0.239***
	0.241***

	
	(19.311)
	(19.277)
	(18.990)
	(7.064)
	(7.069)
	(7.128)

	Top
	-0.009***
	-0.009***
	-0.008***
	0.020*
	0.020*
	0.025**

	
	(-3.333)
	(-3.340)
	(-2.731)
	(1.854)
	(1.843)
	(2.261)

	Roa
	-1.713***
	-1.732***
	-1.740***
	-2.982***
	-2.961***
	-3.023***

	
	(-5.755)
	(-5.818)
	(-5.660)
	(-5.119)
	(-5.091)
	(-4.665)

	Soe
	0.175
	0.181
	0.189
	0.648
	0.632
	0.568

	
	(1.231)
	(1.273)
	(1.274)
	(1.362)
	(1.331)
	(1.192)

	Siz
	0.291***
	0.292***
	0.280***
	-0.205
	-0.218
	-0.174

	
	(6.530)
	(6.541)
	(5.986)
	(-1.338)
	(-1.418)
	(-1.091)

	Ggz
	0.025***
	0.025***
	0.033***
	0.030
	0.034
	0.045

	
	(2.971)
	(2.956)
	(3.627)
	(0.754)
	(0.827)
	(1.015)

	常数项
	-5.287***
	-5.263***
	-5.038***
	4.595
	4.836
	3.861

	
	(-5.247)
	(-5.198)
	(-4.770)
	(1.351)
	(1.416)
	(1.104)

	年度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行业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样本量/个
	16 970
	16 970
	15 603
	7 383
	7 383
	6 770

	R²
	0.191
	0.192
	0.197
	0.049
	0.053
	0.064

	企业数/家
	2 643
	2 643
	2 639
	1 763
	1 763
	1 750


4  稳健性检验

4.1  Tobit模型

由于样本数据中存在较多研发投入为零的企业（占比为35.3%），使得样本分布存在大量左侧回归的离散点，这会导致直接使用普通最小二乘法（OLS）进行线性回归得到的估计结果存在一定偏差。无论是否进一步剔除离散点，普通最小二乘法均无法得到一致估计，而Tobit模型可以克服样本分布左侧截断为零的现象，由此使用Tobit模型进行回归检验。如表4所示，模型（4）检验了政府研发资金与企业研发投入关系，系数为 P<0.01，说明政府为企业注入研发资金对企业自身的研发活动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假设H1获得支持；模型（5）加入了高管团队主导职能背景多样性交乘项，系数为P<0.01，表明高管主导职能背景多样性越高，政府研发补贴对企业研发投入的促进作用越强，即假设H2获得支持；模型（6）采用香农-维纳指数来测量高管团队交叉职能背景多样性，系数同样为P<0.01，表明高管的交叉职能背景能够增强政府研发补贴对企业研发投入的促进作用，进一步支持了假设H2。综上可知，使用Tobit模型进行稳健性检验的结果与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的结果一致，即假设H1和假设H2获得支持的结论是稳健的。

4.2  内生性检验

4.2.1  反向因果问题

从企业角度，研发投入大的企业向政府申请研发补贴成功的可能性也越大，使得企业研发投入与政府研发补贴二者间可能存在互为因果的内生性问题。从政府角度，政府往往倾向把研发补贴提供给那些创新能力较强的企业，发挥“锦上添花”的作用[39]。为此，以当期企业研发投入为被解释变量，用政府研发补贴、职能背景多样性和其他控制变量滞后1期的值进行回归检验，结果如表7所示。由回归结果可知，模型（1）在控制了年份和行业效应后，滞后1期政府研发补贴对本期企业研发投入的回归系数为P<0.01；模型（2）加入了高管团队主导职能背景多样性滞后1期交乘项，系数为P<0.01；模型（3）加入了高管团队交叉职能背景多样性滞后1期交乘项，系数也为P<0.01。在排除互为因果内生性问题后，回归结果依然稳健。

【短横线非负数符号，表内负数正确使用负数符号】
表7  变量滞后1期的政府研发补贴与当期企业研发投入双向固定效应回归结果
	变量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Subt-1
	0.204***
	−0.203***
	-0.560***

	
	(7.628)
	(-3.069)
	(-3.970)

	Ht-1
	
	-0.456***
	

	
	
	(-2.880)
	

	Sub t-1×Ht-1
	
	1.213***
	

	
	
	(6.720)
	

	Sha t-1
	
	
	-0.248***

	
	
	
	(-2.640)

	Sha t-1 Sha t-1
	
	
	0.656***

	
	
	
	(5.660)

	Lev t-1
	-2.044***
	-2.047***
	-2.101***

	
	(-8.933)
	(-8.959)
	(-8.770)

	Gro t-1
	-0.060**
	-0.058**
	-0.046*

	
	(-2.337)
	(-2.277)
	(-1.763)

	Age t-1
	0.219***
	0.216***
	0.227***

	
	(16.089)
	(15.866)
	(16.168)

	Top t-1
	-0.008**
	-0.008**
	-0.006*

	
	(-2.276)
	(-2.219)
	(-1.723)

	Roa t-1
	-0.044
	-0.102
	0.261

	
	(-0.086)
	(-0.197)
	(0.480)

	Soe t-1
	0.236
	0.248
	0.253

	
	(1.219)
	(1.278)
	(1.261)

	Siz t-1
	0.228***
	0.224***
	0.200***

	
	(4.072)
	(4.004)
	(3.444)

	Ggz t-1
	0.005
	0.010
	0.020

	
	(0.403)
	(0.753)
	(1.444)

	常数项
	-4.226***
	-3.902***
	-3.617***

	
	(-3.302)
	(-3.034)
	(-2.731)

	年度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行业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样本量/个
	20 636
	20 636
	18 704

	R²
	0.081
	0.084
	0.088

	企业数/家
	3 054
	3 054
	3 053


4.2.2  样本选择偏差问题：Heckman两步法

由于研究样本存在缺失值，而样本缺失并非随机缺失，回归估计会自动将缺失数据剔除，这种非随机选择会使估计结果有偏，为解决上述问题，选择Heckman两步法进行回归。回归模型如下：
【参照式（1）规范表达变量参数符号正斜体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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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具体地，式（6）为第一阶段选择方程，解释变量引入企业上一期获得的创新补助（RSi,t-1）、上一期获得的专利（Patt-1）数量分别【？】加“1”取对数，且考虑年度、行业固定效应，利用Probit模型预测企业获得研发补贴的概率，同时构造逆米尔斯（Mills）比率。式（7）为第二阶段的回归方程，进一步将逆米尔斯比率作为解释变量加入回归方程进行OLS回归，逆米尔斯比率在1%的置信水平下显著，说明确实存在样本选择偏差的内生性问题。如表8所示，基于式（6）的模型检验结果显示，政府研发补贴与企业研发投入的回归系数为P<0.01，说明在克服了样本选择偏差后，政府研发补贴对企业研发投入依然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短横线非负数符号，表内负数正确使用负数符号】
表8  变量的Heckman两步法稳健性回归结果
	变量
	选择方程
	回归方程

	Sub
	1.670***(9.045)
	

	Lev
	−4.221***(−3.038)
	-0.138(-1.294)

	Gro
	0.069(1.224)
	-0.015(-0.394)

	Age
	-0.075*(-1.814)
	0.002(0.595)

	Top
	0.012(.665)
	-0.004***(-3.111)

	Roa
	-10.185***(-3.265)
	0.465**(2.077)

	Soe
	-1.228**(-2.240)
	0.092**(2.275)

	Siz
	-1.033***(-2.643)
	0.099***(4.959)

	Ggz
	0.122(1.485)
	-0.010(-1.445)

	RSt-1
	
	0.000***(2.756)

	Ln(patt-1+1)
	
	0.041***(3.330)

	年度固定效应
	YES
	YES

	行业固定效应
	YES
	YES

	常数项
	28.455***(2.927)
	-1.053**(-2.504)

	逆米尔斯率
	
	-17.125***(-2.628)


综上，在将互为因果和样本选择偏差的内生性问题纳入考虑后，所得结论相同且依然稳健。
5  研究结论与展望

5.1  结论

本研究基于高层梯队理论与信息决策理论，利用2008－2018年我国A股上市企业相关数据，检验了政府提供研发资金支持对企业从事研发投入活动的影响，以及企业高管团队职能背景多样性对研发资金补贴政策效应的调节作用，得出以下主要结论：

（1）政府研发补贴能够促进企业进行研发投入。该结论在不同性质和规模的企业中均成立，且在非国有企业中激励效果强于国有企业。表明政府提供的研发补贴资金的确能够缓解企业研发资金不足，减少研发活动的资金壁垒；进一步地，非国有企业与国有企业比较，资源更加匮乏，研发资金约束较大，因此非国有企业获得政府研发补贴的边际激励效应要强于国有企业。
（2）高管团队主导职能背景多样性和交叉职能背景多样性均能强化政府研发补贴政策效应的发挥，促进企业增加研发投入；对于各类规模的企业，高管职能背景多样化能够激励企业将研发补贴转化为研发投入。这也支持了信息决策理论的观点。当企业高管职能背景越丰富，其带来的多元化观点与视角有利于企业作出富有创造力的决策，使企业获得更加完备的信息与更加丰富的资源，这样不仅增强企业的预期收益与风险承受能力，还能够提高企业的创新活动预期，进而激励企业进行研发投入。值得注意的是，在非国有企业中，职能背景丰富的高管团队并不能促进政府研发补贴政策效应的发挥，甚至表现出抑制作用，这可能与非国有企业中轮岗制和跨职能培养等一些特殊模式有关。

5.2  管理启示和未来展望

本研究带来的管理启示主要包括：（1）创新政策制定者在确定评价指标和甄选帮扶对象时，可将企业性质和企业内部高管团队特征纳入考量指标；（2）企业在招贤纳士时要具备全局眼光，不仅要关注管理者的个人能力，也要重视高管团队整体职能背景的互补性与完备性，从而帮助企业资源充分合理配置，提高企业创新能力。

本研究仍然存在一些不足之处：（1）被解释变量选取方面，仅采用研发投入数据作为创新的衡量指标，未考虑创新绩效，如专利申请量、专利获得量、新产品数、劳动生产率变化率等；（2）样本选择方面，未对行业进行细分，样本面较广，不能分离出特定行业的特征；（3）模型设定方面，仅检验了政府资金给企业研发创新活动带来的直接效果，没有探究其内部的作用机制；（4）研究结论方面，发现在非国有样本中职能背景多样的高管团队并不利于政府补贴政策效应的发挥，该结论背后的作用机制有待进一步深入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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